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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群体为

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

充足证据证明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一方面，尽管教育在扩张前后始终是

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但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

不均等问题，从而也无法减弱家庭背景以教育为中介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

的间接影响，带来代际流动的改善。另一方面，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

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因此，即便教育扩招提

高了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也无法带来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的改善。

因此，发挥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不仅要强调教育机会的分配公平问

题，同时也要努力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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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并且这种流动主要取决
于教育等自致性因素，而非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２０世纪六七十年
代出生的人对此深有体会，他们通过接受大专教育就基本可以摆脱家
庭背景的影响，凭借自身努力找到一份好工作，从而实现代际流动
（陆学艺，２００４）。这一现象基本发生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前，当时的高等
教育规模很小，尚处于精英主义阶段。１９９９年，中国开始了世界上最
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１９９８年的９．８％急剧增
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３４．５％，可以说是从精英教育阶段一跃进入大众化教
育阶段。教育扩招为社会大众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
“教育改变命运”的理念下，人们满怀热情地进入大学，期待借此改善自
身的社会经济地位。那么，教育扩招是否带来了更多的代际流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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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述评

代际流动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Ｄｅｓｓｅｎ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尽管如
此，教育扩招这一关于国家宏观教育政策与代际流动关系的研究只是
在近些年才引起关注，并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一些对英国的研究发
现，尽管教育系统在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初期经历了大扩张，但英国的社
会流动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改变（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　ａｎ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７；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ａｎｎｅｌｌｉ，２００７）。艾奈理（Ｉａｎｎｅｌｌｉ，２０１１）采用同期群方法
对苏格兰的教育扩招与代际流动的研究也发现，教育扩招虽然提高了
人们的整体教育水平，但教育的阶层差异依然存在。教育扩招为工人
阶层子女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攀登社会阶梯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很
难打破社会不平等，流动到职业顶端。
罗斯切（Ｒａｕ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２）和斯特吉斯等（Ｓｔｕｒｇｉ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ｃｈａ，２０１５）

重点研究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罗斯切
（Ｒａｕ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２）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年
度调查的数据，利用州与州之间在引入义务教育法上的时间差异，探讨
了教育扩招对社会流动影响的因果机制。她发现，早期的教育扩招导
致社会阶层流动的轻微下降，主要集中在那些在教育扩招时因为年龄
原因仅仅只能获得很少教育的群体，但教育扩招随后增加了社会流动，
主要是指那些能完全从教育扩招中获益的群体。斯特吉斯和布斯查
（Ｓｔｕｒｇｉ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ｃｈａ，２０１５）对英国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这里的教育扩招主要是指英格兰和威尔士１９７２年把最低受教
育年限从１５年提高至１６年的教育改革。他们发现，虽然教育改革从
整体上延长了人们的受教育年限，并削弱了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
的关联，但并没有带来代际流动明显的增加。皮法弗和赫特尔（Ｐｆｅ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ｔｅｌ，２０１５）使用Ｕｎｉｄｉｆｆ模型对美国教育扩招对社会流动趋势
的影响分析后指出，社会阶层流动逐渐增强的趋势几乎可以完全归因
于结构化效应，即教育扩招增加了总人口中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群体的
数量，而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关联比低教育水平的
群体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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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影响的研究并不多。钟海（Ｚｈｏｎｇ，

２０１３）从理论层面推导了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他假定家庭背
景对教育回报有正向影响，在高等教育扩招的情况下，教育扩招会导致
教育机会差异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低效率，而人力资本回报和父母收入
的正相关会导致更多的代际不流动，最后，教育扩招，尤其是高等教育
扩招无法促进代际流动。郝雨霏等（２０１４）基于中国综合调查数据，使
用流动表和对数可积模型分析后发现，高等教育扩招后代际间的社会
流动，尤其是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子弟的向上流动问题并未明显改
善。高校扩招后的社会绝对流动率有所上升，但相对流动率仍保持不
变。这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促进了整体国民教育水平，但并未有效提升
代际间的社会流动。研究者这种仅在对比教育扩招前后代际流动的情
况之后，就把代际流动困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扩招的做法值得讨论。
这一领域的研究之所以缺乏，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相关理论基础

薄弱。更多的研究分布在教育回报（教育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教
育机会均等（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和家庭背景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
响等方面，而如何将这些置于同一个框架中考察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
的影响，正是当前该领域研究的理论困境所在（Ｐｆｅ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ｔｅｌ，

２０１５）。本研究试图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教育扩招影响
代际流动的过程进行解释，并使用同期群的分析方法，从实证角度对教
育扩招究竟是否促进代际流动做出回答。采用同期群的方法是因为中
国高等教育扩招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并非对全体居民的地
位获得产生影响，而是主要集中在教育扩招后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
本研究是以子代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代际流动的考察点。选择初
职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现职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初职决定的，并且，
与现职相比，教育和家庭背景对初职的影响更强（Ｗａｒｒｅ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其二是出于研究方法上的便利，其劳动力市场的时期效应和同
期群效应相互重合（梁玉成，２００７），更容易观察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

二、理论与假设

（一）教育扩招与代际流动
代际流动的核心是地位获得。从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的地位获得模型开始，地位获得研究就主要强调两个核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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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教育和家庭背景（Ｈｏｕｔ，１９８８；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７；Ｂｕｋｏｄｉ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２０１１）。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是通过形塑教育和家庭背
景在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来实现的，这背后体现着不同的教育功能观，
即教育既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又有地位再生产的作用，这也正是功能
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的争执点。为了便于理论阐释，本研究假定在初职社
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型中只包含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两个因素。如图１所
示，ＯＥ关联、ＥＤ关联和ＯＤ关联分别表示前者对后者的直接影响。教育
扩招促进代际流动意味着教育扩招降低了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中的影响，
提高了教育水平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其中，家庭背景对初职地位的影响
包括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影响和家庭背景通过教育水平

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影响两个方面。

图１：地位获得的路径图

　　博林和约翰森（Ｂ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７）关于教育与社会流动关
系的观点同样可以理解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一种路径是“平
等化效应”（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参见图２）。假定教育是决定社会经济
地位的最重要的唯一因素，如果教育扩招使得ＯＥ关联程度下降，换句
话说，教育扩招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使得教育机会的获取可以摆脱家
庭背景的束缚，那么家庭背景与初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联程度就
会降低，教育扩招自然就会弱化代际效应，促进代际流动。当然，在考
察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时，也要对其前提条件进行分析，也就是教育
回报在教育扩招前后的变化情况（Ｐｆｅ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ｔｅｌ，２０１５）。

图２：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路径图

　　另一种路径是“结构化效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参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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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和初职社会经济地位三者之间的关联，并
且ＯＤ关联程度在高等教育获得者中变弱，那么，当教育扩招增加了总
人口中高等教育获得者的数量时，这种结构性变化将会导致家庭背景
与初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整体关联程度下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总人口中包含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这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获得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微弱，所以整体来看，家庭背景与初职社会经济
地位之间的平均关联程度就会下降（Ｂｒｅｅｎ，２０１０；Ｐｆｅ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ｔｅｌ，２０１５）。

图３：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路径图

（二）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
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实际上是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最大化维

持不平等理论”认为，教育扩招创造的新的教育机会通常被拥有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资源优势的社会上层的子女占据，只有当社会上层在某
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时，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才会下降，否
则，教育不平等就会维持下去（Ｒａｆ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ｕｔ，１９９３）。“有效维持不
平等理论”则强调，即使社会上层在高等教育中达到饱和，不平等现象
依然不会消失，而是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维持，即由数量上的优势转化
为质量上的优势。比如，与社会下层相比，社会上层争取到更多的教育
机会将主要集中在价值较高的教育水平或者精英大学而不是价值较低

的教育水平或者非精英大学（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１）。
如果说上述两种观点是从客观上说明教育扩招的最终受益者不可

能是弱势阶层的话，那么教育不平等的“理性行为理论”则从主观上提
醒我们弱势阶层“不愿意”去接受更多的教育。该理论假定教育被视为
不同阶层流动策略的一部分，不管出身如何，人们都有“相对风险规避”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的倾向，与如何实现向上流动相比，他们更关心
如何避免向下流动（Ｂ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７）。另外，不同家庭出
身的子女对教育选择的成本与收益的认识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他们的
教育激励和理想抱负不一致，其中，风险或成本包括成功的概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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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价、可以从自身家庭背景中获得的资源、伴随教育选择而产生的直
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ｒｆｈｏｒｓｔ，２００２）。因此，与来自高社会
经济地位家庭的同龄人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追求高等教
育的动力更弱，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学学历对于他们维持阶层位置并
非是必要的（Ｈｏｌｍ　ａｎｄ　Ｊａｅｇｅｒ，２００８），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父母没有大
学学历的年轻人来说，维持阶层位置或避免向下流动的最佳选择可能
是尽快参加工作，而非在学校中继续学业（李忠路，２０１６）。
中国高等教育在扩招之前处于精英主义阶段，规模较小。教育扩

招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大量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由于社会上层
受制于以往高等教育的规模，在高等教育机会上远没有达到饱和，因
此，这些新增加的机会将主要被他们而非社会下层获得。同时，伴随着
教育扩招，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开始推行，家庭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成
本分担的主体，这势必会对弱势阶层的高等教育决策产生影响。所以，
本研究认为，教育扩招虽然为社会大众带来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
会，但可能不会降低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依然持
续。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１：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不成立，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

育机会不均等的状况。

（三）教育扩招对教育回报的影响
基于“信号筛选理论”（Ａｒｒｏｗ，１９７３；Ｓｐｅｎｃｅ，１９７３；李锋亮，２００９）

的“地位竞争理论”认为，教育扩招会降低高等教育的相对社会经济地
位回报。因为当教育只是扮演信号和筛选的角色时，对于竞争者而言，
社会位置的高低不是由绝对教育水平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相对教育水
平。因此，教育扩招在急剧增加了高等教育获得者数量的同时，也会降
低高等教育的区分度，使其在雇主那里的信号功能降低，从而导致高等
教育社会经济回报的下降，并且，持续的教育扩招会导致“文凭膨胀”
（柯林斯，１９９８），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文凭贬值。
对于教育整体回报的变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和经济

学中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假设”（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都持乐观态度。“现代化理论”认为，随
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工业化和教育扩招，教育等后致性因素将越来
越成为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而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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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会逐渐消失。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技术进步会增加对技能型
劳动力的需求；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招聘、雇佣和内部晋升程序不断变
化，雇主开始重视教育的作用；人口流动的增加会使人们容易摆脱家庭
出身的影响；经济增长会降低收入不平等，降低社会群体间的闭合
（ｃｌｏｓｕｒｅ）效应；现代化会促使平等观念广泛传播，使人们意识到违背绩
效原则，根据种族、性别等先赋特征选拔人才不仅低效而且不公正
（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７）。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技能偏向
型技术进步假设”主张在技术进步模式下，劳动力市场会更加依赖技能
水平比较高的劳动力，从而使得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获得更高的
工资（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２）。

１．相关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主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４）》，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

中国的高等教育扩招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高等教育人口的绝对规

模，使得在劳动力市场中一下子涌入过多拥有高教育文凭的人，有可能
会降低高等教育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回报。但是，数据显示，从改革开
放至今，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
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２．２％增至２０１３年的３８．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３．７％增至２０１３年的近５０％。１与此同时，经济结构、
部门结构和职业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比如，非公有制经济的空前发
展、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计算机等新兴行业的涌现都带来大量新
职业岗位（梁玉成，２００７），加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这
些都使得教育等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在不断提高。教育扩招
所导致的工资压缩效应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群体（何亦名，２００９），教育
整体的收益率在教育扩招前后依旧不断增加（杨蕙馨、王海兵，２０１５）。
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２：教育扩招对教育回报没有显著性影响，教育的初职社会经

济地位回报依然在增加。

（四）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劳动力市场遵循绩效原则，选择机

制很少基于个体的先赋性特征，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容易凭借自身人
力资本优势而非家庭背景占据优越社会位置，换句话说，家庭背景对社
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将首先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弱化（Ｈｏｕｔ，１９８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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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号筛选理论”暗示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可能并不存在。
按照“信号筛选理论”的逻辑，在教育扩招后，家庭背景对社会经济

地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教育是雇
主识别求职者潜在能力的一种标志，求职者向雇主传递信号，雇主依据
信号筛选其认为能力更高的求职者。从雇主的角度来讲，教育只是一
种信号，除此之外，还有性别、家庭背景等其他诸多标识。当教育扩招
使大学生人数大量增加时，教育的信号功能可能会降低，而教育区分度
的降低将使雇主无法单纯依靠这一信号筛选出合适的求职者，进而会
寻求其他信号，从而为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发挥创造空间。当然，雇
主也有可能追求教育外的其他指标，诸如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或团
队合作能力等，但这些能力往往也更容易被优势阶层出身的子女所拥
有（Ｉａｎｎｅｌｌｉ，２０１１）。反之，从求职者的角度来看，在教育扩招使得地位
竞争变得激烈的时候，求职者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和在社会位置上
谋取优势，也会积极地向雇主传递其家庭背景的“标识”，抑或直接利用
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中占据优势。实际上，正如戈德索普（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

２０１４）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决定性证据支持家庭背景与社会经济地位
之间的关联存在普遍弱化的趋势。有研究甚至发现，在研究生群体中，
家庭背景效应依然存在（Ｔｏｒｃｈｅ，２０１１）。
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完善的竞争机制，这客

观上为家庭背景发挥作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子代竞争流动机会的
表面现象下，很可能是家庭资源禀赋的竞争。教育扩招使高等教育群
体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比如，在对大学毕业生颇具吸引力的国有部门
中，虽然有明确的学历或文凭要求，但它很可能只是起“门槛”作用。因
为在教育扩招使具备这种资格的人有很多的情况下，真正决定个人能
否最终获得这一位置的可能是诸如父亲的权力资源、社会关系等家庭
背景因素。高等教育是帮助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而不是
唯一机制，教育扩招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的社会选择功能将依然呈现明
显的地位再生产趋势（吴坚，２０１２）。另外，有关研究表明，家庭背景依
然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果的重要因素（岳昌君、杨中超，２０１２；邓
峰、孙百才，２０１４）。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３：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成立，与非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

相比，家庭背景依然是影响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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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影响没有显著弱化。
结合以上三个假设，虽然教育扩招不会降低整体教育的经济回报，

但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和结构化效应都不显著。一方面，教育扩招
没有降低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程度，甚至会加重这种不均等；另一方面，
有理由相信家庭背景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依然存

在，并没有比非高等教育群体更弱化。因此，教育扩招无法带来代际流
动的改善。据此，本研究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４：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代际流动。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数据库。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可行性，研究只使用了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的数据。
代际流动一般是指与父代相比，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情况。

本研究以父代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变化作为替

代。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一个人可资获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
资源（ＮＣＥＳ，２０１２）。本文拟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ＩＳＥＩ）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这是一种基于职业
来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最初采用布劳和邓肯（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６７）的计算公式，根据各种职业的群体社会经济特征，以每个职业的
平均收 入 和 教 育 水 平 乘 以 相 应 的 权 数，后 来 由 甘 泽 布 姆 等
（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加以改进。该指标假设收入水平和教育水
平决定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实际上测量了人们的综合社会地位，被广
泛运用于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等研究（李春玲，２００５）。由于综合了多
种社会经济因素而进行排序和赋值，它衡量的是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
位（李强，２０１１）。
因变量包括被访者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和初职职业获得。ＣＧＳＳ

详细调查了被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职业经历，本研究将其转换为相对
应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初职职业获得是指被访者是否从事管理
技术类职业。ＣＧＳＳ数据库采用的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使用的职
业分类与代码表，本研究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９８１·

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



和专业技术人员归类为管理技术类职业，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
与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和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和有关人员归类为非管理技术类职业，以初职为非管理技术类职业作
为参照组。
自变量主要包括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其中，家庭背景

的替代变量是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职业类型和父母的教育水平。
被访者的教育水平。本研究将其分为为五个类别：小学及以下、初

中、高中（包括职高、中专和技校）、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参照组为高中。
同时也将其转换为相对应的受教育年限，具体地说，不识字或未受正式
教育、私塾、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和本科的受教育年限依次为０、３、６、

９、１２、１５和１６。鉴于研究生样本过少，故在实际分析时将其删除。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法和编码规则与被访者一致，同样

将其转换成相对应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
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２００６年数据中是指被访者１８岁时父亲的职
业情况，而其他年份调查则是指被访者１４岁时父亲的职业情况，这也
符合国际代际流动研究的通行做法。
父亲的职业类型是指父亲是否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测量方法和

编码规则同被访者一致。本研究同样将其划分为管理技术类和非管理
技术类，并以后者为参照组。
父母的教育水平测量方法和编码规则与被访者一致。模型分析时

作为连续变量处理，即转换为其相对应的受教育年限。由于数据限制，
该变量在２００５年调查中是指被访者１４岁时父母亲的教育水平，而在其
他年份调查中则是指截止问卷调查时被访者父母亲的最高教育水平。
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户籍、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等人口统

计学变量和就业部门类型等因素。依照社会流动研究中的通常做法，
在使用户籍变量时，一般采用被访者小时候父母的户口类型作为影响
被访者工作生活机会的最佳指标。限于数据，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的
调查中是指被访者在问卷调查时其母亲当前的户口类型，而在２００６年
中指被访者１８岁时母亲的户口类型。
就业部门类型。经济学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观点提醒我们考察教

育的社会经济地位回报需要考虑部门差异（刘精明，２００６）。ＣＧＳＳ调
查了被访者的工作单位性质，本研究把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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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归类为国有部门，把集体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私营或民营企事
业、三资企业归类为非国有部门，并以非国有部门为参照组。
根据被访者的出生年份，本研究以１０年为间隔，将被访者划分为

三个出生同期群（以下简称“同期群”），其中处于教育扩招后的同期群
有一个（以１８岁上大学来算），即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而处于扩张前的同期
群有两个，即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扩张前选择两个同期
群基本保证研究对象为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参加工作的群体（以１８岁
参加工作来算）。之所以这样划分，是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市场机制尚未
建立，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相对更加复杂，尤其是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
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代际流动的大小和规模，这会对教育作用
的估计产生影响。表１显示，从户籍来看，被访者来自非农户籍的比例
相对高于农村户籍；就教育水平而言，从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同期群到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群，被访者及其父母的受教育年限都在提高，这表
明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居民的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从初职的单位类
型来看，被访者在国有部门（５８．３％）工作的比例要明显高于非国有部
门；从初职的职业类型来看，绝大多数的被访者都从事非管理技术类职
业，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比例只占１９．８％；从被访者父母的职业情况
来看，被访者的父亲来自国有部门的比例相对较高，达到６９．５％，且从
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比例稍高于其子女，但明显高于被访者的母亲。

（二）模型设定
１．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模型
借鉴以往学者研究代际流动的方法（高勇，２００８；鲍威斯、谢宇，

２００９），本研究的模型形式和含义如下。
（１）条件独立模型
如果父代与子代间完全不存在关联，模型为：

ｌｎＦｃｆｓ ＝μ＋μ
Ｃ
ｃ ＋μ

Ｆ
ｆ ＋μ

Ｓ
ｓ ＋μ

ＣＦ
ｃｆ ＋μ

ＣＳ
ｃｓ

其中，Ｆｃｆｓ为期望频数，ｃ＝１，２，３；ｆ＝１，２，３；ｓ＝１，２，３。Ｃ表示同期群，

Ｆ表示被访者父亲所处的社会阶层，Ｓ表示被访者的社会阶层。因此，

μＣｃ、μＦｆ和μＳｓ为边缘效应。μＣＦｃｆ 表示父亲的社会阶层与被访者所处同期
群的二阶交互作用，μＣＳｃｓ 表示被访者的社会阶层与其所处同期群的二
阶交互作用。相对于饱和模型而言，上述模型缺失父代与子代变量间
的二阶交互作用，以及父代、子代和同期群之间的三阶交互作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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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背后的前提假定是父代与子代不存在任何关联。
表１：ＣＧＳＳ样本的描述统计

被访者

数量 百分比

被访者的父亲

数量 百分比

被访者的母亲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１２　４９６　 ４７．１ — — — —

　女性 １４　０２７　 ５２．９ — — — —

党员与否

　否 ２３　８３９　 ８９．９　 ２０　２６８　 ８７．７ — —

　是 ２　６８４　 １０．１　 ２　８３４　 １２．３ — —

户籍

　非农户籍 １４　３８８　 ５４．３ — — ８　４１８　 ３８．５

　农村户籍 １２　０９７　 ４５．７ — — １３　４７２　 ６１．５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９　０６９　 ３４．２　 １６　８３１　 ７３．４　 １９　４４９　 ８４．９

　初中 ８　２２０　 ３１．０　 ３　５５６　 １５．５　 ２　２６８　 ９．９

　高中 ６　０４０　 ２２．８　 １　９０１　 ８．３　 ９６６　 ４．２

　大专 １　９３５　 ７．３　 ６４６　 ２．８　 ２３０　 １．０

　本科及以上 １　２２８　 ４．６ — — — —

初职单位类型

　非国有部门 ２　７４６　 ４１．７　 ２　９０１　 ３０．５ — —

　国有部门 ３　８３９　 ５８．３　 ６　６０１　 ６９．５ — —

初职职业类型

　非管理技术类 １４　６５８　 ８０．２　 １２　０６１　 ７８．３　 ９　７２９　 ８７．０

　管理技术类 ３　６０９　 １９．８　 ３　３４４　 ２１．７　 １　４５０　 １３．０
同期群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３　４９０　 １４．１ — — — —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５　５８４　 ２２．５ — — — —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６　６７４　 ２６．９ — — — —

　注：１．“大专”指父母的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上”，“初职单位类型”和“初职
职业类型”分别指子女出生或１４岁时父亲的单位类型和职业类型。

２．数据来源：ＣＧＳＳ２００５、ＣＧＳＳ２００６和ＣＧＳＳ２００８，下同。

　　（２）关联效应不变模型
在条件独立模型中加入被访者父亲的社会阶层与被访者所处社会

阶层的二阶交互项（μＦＳｆｓ），模型变为：

ｌｎＦｃｆｓ ＝μ＋μ
Ｃ
ｃ ＋μ

Ｆ
ｆ ＋μ

Ｓ
ｓ ＋μ

ＣＦ
ｃｆ ＋μ

ＣＳ
ｃｓ ＋μ

ＦＳ
ｆｓ

　　这一模型背后的假定是，父亲的社会阶层与被访者所处的社会阶
层之间存在关联，但父代、子代和同期群之间的三阶交互作用仍然不存
在，换句话说，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关联关系在不同同期群之间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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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
（３）Ｕｎｉｄｉｆｆ模型
为了研究代际流动中相对机会的变化趋势，谢宇（Ｘｉｅ，１９９２）、埃里

克森和戈德索普（Ｅｒｉ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２）几乎同时提出对数可
积层面效应模型。该模型假定不同的时间段下所有的优比值都将会朝
同一方向统一地变动，因此也被称为 Ｕｎｉｄｉｆｆ模型。模型形式表示
如下：

ｌｎＦｃｆｓ ＝μ＋μ
Ｃ
ｃ ＋μ

Ｆ
ｆ ＋μ

Ｓ
ｓ ＋μ

ＣＦ
ｃｆ ＋μ

ＣＳ
ｃｓ ＋μ

ＦＳ
ｆｓ ＋βｃφｆｓ

其中，βｃ 参数为层面得分（ｌｅｖｅｌ　ｓｃｏｒｅｓ），φｆｓ参数也被称为行列关联得
分（Ｒ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ｓ）。该模型实际上把每个对数优比分解为两个
部分的乘积，即φ参数和β参数，前者代表在每个同期群中都保持不
变的一般流动模式，而后者表示在每个同期群中可能存在差异的流动
强度。本研究假定第一个同期群中的β值为１，那么，如果下一个同期
群的β值小于１，则表明在该同期群中所有的对数优比都向０移动了，
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关联变得比前一时间段更弱了，换句话说，代际流动
变强了，反之亦然。

（４）Ｕｎｉｄｉｆｆ模型（控制对角线）
在行与列变量具有一致性的流动表中，对角线上的单元格一般都

比较大。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者把流动表中这种沿对角线单元格聚集
的倾向称为“继承效应”。由于这些较大的对角线单元格对独立模型的
欠佳拟合贡献巨大，因此，研究者往往感兴趣的是控制对角线单元格
后，其余部分是否满足独立性假设，也被称为“准独立模型”（Ｑｕａｓｉ－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本研究借此可以考察排除继承效应后，代际流
动在不同同期群之间的变化趋势。

２．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过程
探讨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过程，需要理解教育、家庭背景与

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主要是指教育在家庭背景与初职社会经济地位
的关系中扮演的中介角色和调节作用。中介作用是指家庭背景会通过
影响被访者的教育水平间接作用于其初职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作用则
是指家庭背景对被访者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大小或强弱受到被访

者教育水平的调节。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是基于教育的中介作用，
而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实质是在检验教育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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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路径分析无疑是一种理想方法。在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基础上，本研究加入父亲的教育水平对被
访者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关联，这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如图４所示，ｒｉｊ表示路径系数，下标中的第一位数字ｉ表示被影响变
量，第二位数字ｊ表示影响变量。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对初职社会经济
地位的影响为ｒ４３，对现职社会经济地位的总影响为：ｒ５３＋ｒ５４＊ｒ４３。
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总影响包括以子女教育水

平为中介的间接影响ｒ４３＊ｒ３１和直接影响ｒ４１，即ｒ４３＊ｒ３１＋ｒ４１。父亲
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总影响除了直接影响ｒ４２
外，还包括以子女教育水平为中介的间接影响ｒ４３＊ｒ３２，即ｒ４３＊ｒ３２＋
ｒ４２。模型中之所以保留现职社会经济地位，是为了验证初职地位对现
职地位的重要影响。

图４：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扩展版）

　　分析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一般可以借助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来
实现。当因变量为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时，计量模型如下：

Ｙ＝α＋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２＊Ｘ１＋β４Ｘ３＋μ
其中，Ｙ是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βｊ 是回归系数，μ 是误差项。Ｘ１

和Ｘ２ 分别代表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Ｘ３ 代表性别、户籍、年
龄和年龄的平方项等控制变量。Ｘ２＊Ｘ１ 表示家庭背景和教育水平的

交互项，若回归系数β３ 显著，则表示教育水平能够调节家庭背景对个
人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当因变量为初职职业获得，即初职是否为管理技术类职业时，计量

模型如下：

Ｌｏｇｉｔ（Ｐ）＝ｌｎ Ｐ
１－（ ）Ｐ ＝α＋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２＊Ｘ１＋β４Ｘ３＋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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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Ｐ表示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概率比，Ｐ／（１－Ｐ）是从事管理技术类
职业的概率与非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概率的优势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定义为从
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Ｌｏｇｉｔ（Ｐ）为机会比率之对数。βｊ 是回归
系数，μ是误差项。Ｘ１ 和Ｘ２ 分别代表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

Ｘ３ 代表性别、户籍、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等控制变量。Ｘ２＊Ｘ１ 表示家
庭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交互项，若回归系数β３ 显著，则表示教育水平能够
调节家庭背景对被访者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的影响。

四、结果解释

（一）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

２．这样划分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低层级管理者中包括高级技术人员（他
们在中国更可能属于社会上层），但更多是由较低层次的专业人员、较低层级行政管理人员和
政府官员、小公司／小企业经理、非体力雇员的监管人员等构成，而这些在等级层次结构中处
于中等地位（李强，２０１１），因此将其归类为社会中层更合理。另一方面，无论是有雇员的雇佣
者还是无雇员的自雇者，在中国多属于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社会阶层，虽然这一阶层工作稳
定性和保障性等诸多方面与社会中层之间存在差距，但他们在社会收入上明显高于社会底
层，将其笼统归于社会底层并不合适。

　　本研究首先基于ＩＳＣＯＥＧＰ程序包将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转换成社会阶层，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社会阶层重新合并为三
类，即社会上层（只包括高层级管理者）、社会中层（包括低层级管理者、

常规非体力劳动者、有雇员的雇佣者、无雇员的自雇者以及体力劳动监
管人员）和社会下层（包括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农场劳动力和农
民）。２表２是分同期后的被访者及其父亲所处社会阶层的列联表。可
以看出，一方面，对于不同同期群而言，社会上层的阶层获得优势得以
增强。相比之前的同期群，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群的社会上层的继承效
应在增强，从最低的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同期群的１２．１％增加到最高的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群的１６．８％。另一方面，社会下层的阶层获得劣势
得以改善。相比之前的同期群，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群的社会下层的继
承效应在降低，从最高的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同期群的８０．９％下降到最低
的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群的５８．２％。

表２反映的代际流动是一种绝对流动。社会下层的绝对代际流动
状况的改善原因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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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或者人口结构变化，创造了很多职业地位更高的管理和技术类职位
（郭丛斌，２００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０９）的城镇就业人口数
据，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从１９９１年的１０　６６４万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

６　４４７万，与之相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个体户的从业人数分别从

６８万、９６万和６９２万急剧增加至５　１２４万、１　６２２万和３　６０９万。但是，
绝对流动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相对流动的改善（Ｓｔｕｒｇｉ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ｃｈａ，

２０１５），因为绝对流动并不能反映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变化情况，即使在
向上流动机会变得更广泛的情况下，相对流动可能依然困难，与优势阶
层相比，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相对机会可能仍然很低。

表２：父代与子代所处社会阶层的列联表（％）

父亲的社会阶层
被访者的初职社会阶层

社会上层 社会中层 社会下层 小计

总体

　社会上层 １３．７　 ４１．０　 ４５．３　 １０．９

　社会中层 ８．８　 ４５．６　 ４５．６　 ２０．７

　社会下层 ３．８　 １９．７　 ７６．４　 ６８．４

　小计 ５．９　 ２７．４　 ６６．６　 １００．０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社会上层 １６．８　 ５７．４　 ２５．８　 １０．４

　社会中层 １０．５　 ６１．７　 ２７．８　 ２７．４

　社会下层 ６．３　 ３５．５　 ５８．２　 ６２．２

　小计 ８．６　 ４４．９　 ４６．５　 １００．０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社会上层 １５．６　 ４６．６　 ３７．８　 １１．７

　社会中层 ８．１　 ５２．９　 ３９．０　 ２３．４

　社会下层 ４．６　 ２４．４　 ７１．０　 ６４．９

　小计 ６．７　 ３３．７　 ５９．６　 １００．０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社会上层 １２．１　 ３９．４　 ４８．５　 １１．２

　社会中层 ６．８　 ３９．９　 ５３．３　 １９．６

　社会下层 ２．９　 １６．２　 ８０．９　 ６９．２

　小计 ４．７　 ２３．５　 ７１．９　 １００．０

３．该部分统计模型的拟合是利用Ｌｅｍ程序包（Ｖｅｒｍｕｎｔ，１９９７）完成。Ｌｅｍ软件为公开软件，
可在网页ｈｔｔｐ：／／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ｏｍｅ．ｎｌ／ｊｅｒｏｅｎｖｅｒｍｕｎ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１４－１２－２２）下载。

　　依据前面构建的四个流动模型，３本研究继续考察教育扩招对代
际相对流动的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模型（１）呈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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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独立模型，它对数据的拟合性较差（Ｌ２＝７７５．０７１，自由度为１２）。

模型（２）是关联效应不变模型，即假定代际效应在不同同期群中不变。

与模型（１）相比，模型（２）无论是对数似然卡方值的减少（７７３．５６８，自由
度为４），还是贝叶斯估计值的降低（７３７．６０１），都可以看出该模型提供
了极佳的拟合优度。同时，关联效应不变模型的相异性系数从条件独
立模型的１３．７４％下降到０．４３％，表明模型被错误归类的概率大大降
低。模型（３）是假定代际效应强度在同期群之间存在差异的 Ｕｎｉｄｉｆｆ
模型。但与模型（２）相比，对数似然卡方值减少的比例很低，在耗费了

２个自由度的情况下，只减少了０．２４９。同时，模型（３）的贝叶斯估计值
不但没有变小，反而增加了。

表３：代际相对流动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
对数似然卡
方值（Ｌ２）

自由度
（ｄｆ）
显著性水平
（Ｐ）

贝叶斯估计
值（ＢＩＣ）

相异指数
（Ｄ）

（１）条件独立模型 ７７５．０７１　 １２　 ０　 ６６７．１６９　 ０．１３７　４
（２）关联效应不变模型 １．５０３　 ８　 ０．９９３ －７０．４３２　 ０．００４　３
（３）Ｕｎｉｄｉｆｆ模型 １．２５４　 ６　 ０．９７４ －５２．６９７　 ０．００３　５
（４）Ｕｎｉｄｉｆｆ模型（控制对角线） ０．１１４　 ２　 ０．９４５ －１７．８７０　 ０．０００　８

　　在假定代际流动模式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模型（３）能够检验不同同
期群中代际效应强度上的差异，即相对流动机会平等性的趋势变化情
况。根据Ｕｎｉｄｉｆｆ模型估计结果，当本研究假定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同期群的
代际效应系数值为１时，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同期群和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群
的代际效应系数分别是０．９９和０．９５。可见，就这三个同期群而言，代际
效应基本没有改变，仅仅发生轻微的弱化作用。另外，模型（４）的估计结
果表明，在控制继承效应后，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同期群和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
群的代际效应系数分别变为１．４２和１．０５。这表明，在排除继承效应后，

代际效应不是变弱而是变强了。通过对四个模型对比后，本研究更倾向
于接受关联效应不变模型，即代际效应在不同同期群中没有发生变化。

总体来看，研究结果支持了本研究前面的理论推断。因为三个同
期群的代际关联系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换句话说，与教育扩招前相
比，教育扩招后的代际相对流动没有增加，各社会阶层的开放程度并未
改变。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基本没有
明显改善，与弱势阶层相比，优势阶层成功维系着阶层的封闭性，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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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会上的相对优势没有被打破，他们依然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这一状况值得引起警惕。

（二）教育扩招对教育回报的影响
表４的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三个模型在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都不

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并且ＲＭＳＥＡ值均小于临界值，表明模型对数据
的拟合程度较好。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应的复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分
别是０．３７、０．３８和０．３４，因此，模型所包含的三个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被访
者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变异，所解释比例约为３０％—４０％。
首先，与教育扩招前相比，扩招后的教育回报在增加。表４的数据

表明，教育是影响初职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显著且重要因素，并且这种
影响在年轻的同期群中更大。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从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同
期群的１．９０增加到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群的２．３３。这一结论部分支
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教育扩招并没有降低教育回报，教育的职业地位
回报在增强，从而吻合了“现代化理论”关于教育在地位获得中作用将
越来越重要的观点。其次，教育扩招前后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
位的直接影响并没有降低，甚至有所增强。从表４可知，一方面，父亲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被访者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直接影响虽然基

本呈现下降趋势，但这一趋势并没有持续，到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群时
又开始增强，尽管使用克劳格等（Ｃｌｏｇｇ，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的公式检验后发
现这种变化不显著。另一方面，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对被访者初职社会
经济地位指数的直接影响由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之前的不显著已经变得比
较显著，并且回归系数比较高。最后，与家庭背景相比，教育依然是决
定个人初职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并且在不同同期群中具
有一致性。

（三）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
在拓展的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中，同样可以看出教育扩招

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如表５所示，所有同期群模型的复相关系数
的平方值在０．２左右，意味着被访者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和社会经济地
位指数两个变量对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结果表
明，教育扩招对教育机会不均等没有显著性影响，教育机会不均等在教
育扩招前后同样存在，没有发生明显改善。一方面，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对被访者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在教育扩招后有所增强。数据显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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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ＯＤ和ＥＤ关联的同期群变化

扩张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改革开放－扩张前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总影响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１．０２（０．２５） ０．８３（０．２３） ０．５３（０．１６）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２０（０．２１） ０．２０（０．２１） ０．２４（０．２７）

　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２．３３（０．５３） ２．２７（０．５５） １．９０（０．５０）

ＯＤ关联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０．１９＊＊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１１＊＊＊（０．１１） ０．１０＊＊＊（０．１１） ０．１５＊＊＊（０．１７）

ＥＤ关联

　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２．３３＊＊＊（０．５３） ２．２７＊＊＊（０．５５） １．９０＊＊＊（０．５０）

　初职对现职的影响 ０．６７＊＊＊（０．７０） ０．５９＊＊＊（０．６０） ０．５７＊＊＊（０．５５）

样本量 ５　０７９　 ７　９１５　 ９　３７０
卡方值 １．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９
自由度 １　 １　 １
ＲＭＳＥＡ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复相关系数的平方值（Ｒ２）

　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１８

　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３４

　现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６３　 ０．５６　 ０．４９

　注：１．结果变量：初职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括号外为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括号内为路径系数。

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从教育扩招前的０．２４（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同期群）
和０．３４（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同期群）增加到教育扩招后的０．３６（１９８０—

１９８９年同期群）。另一方面，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被访者教育水平
的影响很小，但这种影响在教育扩招前后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按照
克劳格等（Ｃｌｏｇｇ，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的公式对三个模型回归系数之间的显著
性进行检验后都得出了不显著的结论。
接下来，本研究把教育水平作为分类变量，使用多项Ｌｏｇｉｔ回归再

次考察了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表６）。其中，教育水平包括高中以
下、高中、大专及以上三类，并以高中为参照组，家庭背景的替代变量不
变。研究结论同样发现，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一
方面，在家庭背景中，父亲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避免坠入高中以下
学历的机会比率（与高中学历相比）越高。这意味着教育机会不均等在
中学教育阶段就已经存在，原因可能是优势阶层由于家庭资源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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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ＯＥ关联的同期群变化（教育为连续变量）

扩招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改革开放－扩招前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０．３６＊＊＊（０．３９） ０．３４＊＊＊（０．３８） ０．２４＊＊＊（０．２８）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０４＊＊＊（０．１７） ０．０４＊＊＊（０．１８） ０．０５＊＊＊（０．２１）

样本量 ５　０７９　 ７　９１５　 ９　３７０
卡方值 １．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９
自由度 １　 １　 １
ＲＭＳＥＡ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复相关系数的平方值（Ｒ２）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１８

　注：１．结果变量：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括号外为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括号内为路径系数。

关系优势，使得孩子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占据优势，比如选择重点学校。
这种优势在教育扩招之后变得日趋明显，可能直接造就了高等教育不
平等（王威海、顾源，２０１２），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关注。另一方面，父亲
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机会比率（与高中学历
相比）越高。表６数据表明，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从１９６０—

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同期群的０．１１增加到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同期群
的０．１４。但对Ｌｏｇｉｔ模型样本间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年度交互
项分析后发现这种差异不显著，换句话说，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
机会不均等的状况。

表６：ＯＥ关联的同期群变化（教育为分类变量）

扩招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改革开放－扩招前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高中以下：高中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０３＊＊＊（０．０１） －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０．００）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０．２１＊＊＊（０．０３） －０．１８＊＊＊（０．０１） －０．０９＊＊＊（０．０１）

　截距 ２．８０＊＊＊（０．３２） ２．４９＊＊＊（０．１４） ２．１１＊＊＊（０．１０）

大专及以上：高中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０）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０．１４＊＊＊（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１＊＊＊（０．０２）

　截距 －１．２２＊＊＊（０．３１） －１．６３＊＊＊ （０．１８） －２．２７＊＊＊（０．１８）

样本量 １　０００　 ２　６７０　 ３　４０２
伪Ｒ２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６　 ０．０９７

　注：１．结果变量：被访者的教育水平；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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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
根据特罗（Ｔｒｏｗ，１９７３）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中国高等教

育的毛入学率早已超过１５％，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按照
“教育扩招结构化效应”的观点，教育扩招能否促进代际流动的关键在
于家庭背景对初职地位的影响是否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发生弱化。为
此，本研究在模型中引入家庭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交互项来判断教育扩
招的结构化效应。在这里，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替代指标包括初职社
会经济地位指数和初职是否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
表７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模型（１）至模型（３）调整后的

Ｒ２ 值在０．４左右，初职职业获得的回归模型（４）至模型（６）的伪Ｒ２ 大
约在０．２左右，表明本研究选择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度。表７是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研究发现，与高中生相比，没有足够
证据表明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初职职业获得的影响在

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那里发生弱化。数据显示，在初职社会经济地位
指数模型中，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分别与本科学历、大专学历的交
互项虽然为负数，但都不显著，表明大学文凭获得者与高中文凭获得者
相比，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被访者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未发
生明显弱化；在初职职业获得模型中，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分别与
大专学历、本科学历的交互项都不显著，也表明与高中学历获得者相
比，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高等教育获得者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
会比率的影响依然存在，并没有明显减弱。因此，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
应不成立，与高中生相比，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高等
教育文凭获得者中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研究也发现，学历越低，家庭
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或初职职业获得的影响确实也越大。
至此，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教育扩招没有降低教育的社会经济

回报，但由于平等化效应和结构化效应均不显著，所以本研究认为教育
扩招没有显著改善代际流动。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围绕教育扩招是否促进代际流动这一研究问题，以改
革开放之后参加工作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的调查数据，采用同期群视角，使用Ｕｎｉｄｉｆ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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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教育对家庭背景之于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职业获得影响的调节作用

初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扩招后 改革开放－扩招前
（１）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２）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３）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初职职业获得

扩招后 改革开放－扩招前
（４）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５）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６）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受教育年限

　小学及以下 －１９．８９＊＊＊－１５．７７＊＊＊－１０．６２＊＊＊ — －２．９８＊＊＊ －２．７４＊＊＊

（６．０５） （２．０５） （１．６４） （０．５３） （０．４１）

　初中 －１３．２７＊＊＊－１０．６３＊＊＊ －８．２６＊＊＊ －１．７１＊＊＊ －１．１７＊＊＊ －１．２３＊＊＊

（３．４６） （１．６６） （１．２９） （０．４２） （０．２２） （０．１９）

　大专 ６．８４＊ １１．６６＊＊＊ ９．８０＊＊＊ ０．６７＊＊ １．７１＊＊＊ １．０５＊＊＊

（３．５７） （２．２６） （２．２２） （０．２８） （０．２０） （０．２２）

　本科 １６．１８＊＊＊ １５．８７＊＊＊ ２０．６２＊＊＊ １．７５＊＊＊ ２．１９＊＊＊ ２．１３＊＊＊

（３．７５） （２．７１） （３．５１） （０．３１） （０．２４） （０．３６）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０．２０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９＊＊＊ — — —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２）

父亲职业为管理技术类 — — —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２０） （０．１９）

女性 １．９２＊＊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１９　 ０．２４＊ ０．４５＊＊＊

（０．９３） （０．５３） （０．４３）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１２）

年龄 －１８．９４＊＊＊ －１．０１ －２．２０ －２．６１＊＊ －０．２６ －０．０９
（５．７２） （１．７２） （１．９３） （１．１０） （０．３８） （０．５３）

年龄的平方项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中共党员 －０．３７　 １．１５　 １．６９＊＊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３５＊＊

（２．１０） （１．０４） （０．７６） （０．３７） （０．２０） （０．１７）

母亲是农村户籍 －０．０８ －１．５７＊＊ －３．６２＊＊＊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１８
（１．１７） （０．６７） （０．５３） （０．２４） （０．１５） （０．１５）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 ０．２６　 ０．１３＊＊ ０．０６ — — —
数＊小学及以下 （０．１９） （０．０６） （０．０５）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０８＊＊ —　 —　 —　
数＊初中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３）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 　— 　—

数＊大专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４）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２ 　— 　— 　—
数＊本科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６）
父亲职业为管理技术类 — — — — １．３８　 １．５７＊＊

＊小学及以下 （０．９２）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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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父亲职业为管理技术类 — — — １．０９　 ０．６７＊ ０．４６

＊初中 （０．７５） （０．３５） （０．３３）

父亲职业为管理技术类 — — — －０．００ －０．４４ －０．０１

＊大专 （０．４９） （０．３１） （０．３３）

父亲职业为管理技术类 — — — ０．０１ －０．４８ －０．１１

＊本科 （０．５１） （０．３７） （０．５０）

截距 ２６２．５７＊＊＊ ５３．８９＊＊ ８１．２３＊＊ ２９．３８＊＊ ２．１０ －０．３５
（６９．４３） （２７．３０） （３９．９８） （１３．４１） （６．０５） （１０．９２）

样本量 ７３１　 ２　１８７　 ２　７０８　 ６９１　 ２　１８１　 ２　６９８
Ｒ２　 ０．３７７　 ０．４１４　 ０．３９７ — — —

伪Ｒ２ — — — ０．１７２　 ０．２３６　 ０．２１７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３６３　 ０．４１０　 ０．３９４ — — —

　注：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路径分析和逻辑斯蒂回归方法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以
下几点。

第一，虽然教育扩招后社会下层的代际绝对流动机会有所增加，但
没有充足证据表明教育扩招显著改善了代际相对流动，社会阶层不平
等状况依然持续。与教育扩招前相比，扩招后社会上层的代际继承性
在增加，但与此同时，社会下层的绝对流动机会在教育扩招后也在增
加。尽管如此，本研究并未发现教育扩招显著改善了代际相对流动。

对数流动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教育扩招前两个同期群与扩张后的一
个同期群相比，代际关联系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社会阶层并没有变得
更加开放。这一结论与郝雨霏等（２０１４）对中国的研究结论和马斯特卡
萨（Ｍａｓｔｅｋａａｓａ，２０１１）对挪威的研究结论一致。当然，研究结果也同样
显示教育扩招也没有显著恶化代际流动，从而反驳了所谓的“社会阶层
固化假设”。

第二，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不显著，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
机会不均等状况，这是教育扩招没有促进代际流动的原因之一。教育
在扩招前后始终是决定人们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并且重
要性随着时间变化在增加，这支持了“现代化理论”的观点。教育扩招
虽然增加了弱势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依
然存在，社会上层依然是教育扩招的最大受益者。也正因如此，家庭背
景通过教育对初职地位的间接影响不会减弱，代际效应持续存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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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带来更多的代际流动。正如经合组织所发现的那样，教育流动性
在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下降，教育扩招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
社会，至少在教育机会获得上是如此（ＯＥＣＤ，２０１４）。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其一，由于社会上层在扩招前的高等

教育机会获取上远没有达到饱和，新增加的机会将主要被他们获得。
其二，伴随着教育扩招所实行的高等教育收费与大学生自主择业的政
策抬高了高等教育成本，且降低了预期收益。同时，外部宏观环境变化
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扩招新增的教育机会未能在不同家庭背
景出身的孩子之间实现均等分配（杨奇明、林坚，２０１４）。其三，高等教
育机会的不均等可能是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不平等的延续，是一
种劣势的持续累积。
第三，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所面临

的劳动力市场依旧不是完全遵循绩效原则，没有充足证据表明家庭背景
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中发生明显弱化，这
也导致了教育扩招虽然增加了总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人口的绝对规模

和相对比例，却仍然无法带来代际流动的整体改善。这一结论没有支持
“现代化理论”关于家庭背景效应将首先在较高教育水平群体中弱化的
观点，而与陀思曼和沃波斯（Ｔｏｌｓｍａ　ａｎｄ　Ｗｏｌｂｅｒｓ，２０１４）对荷兰，以及巴拉
瑞诺等（Ｂａｌｌａｒｉｎ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可能与高等教育群体所面临的劳

动力市场依旧不是完全遵循绩效原则或者完全竞争有关。要想更好地
发挥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单纯把目光聚焦在教育系统内的
机会分配显然是不够的，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比如任人唯亲或工资歧
视等）同样是阻碍代际流动的重要障碍。如果忽略这方面的努力，即使
教育扩招导致人力资本或教育文凭的均等化，优势阶层也会努力尝试
其他方法维持自身优势，比如，更加注重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以及文化
资本的积累，以确保其子女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继续脱颖而出（Ｓｔｕｒｇｉ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ｃｈａ，２０１５）。
第四，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地位循环和地位再生产的双重功能。一

方面，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增加社会成员获得高社会经济地位职业、高
起薪，进而占据优越社会位置的概率。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往往更容易被优势阶层所占据，他们把这种教育优势转为地位获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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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从而实现社会地位再生产。这提醒我们，高等教育是帮助社会成员
进行代际流动的重要机制而非唯一机制，尤其是在教育扩招背景下，家
庭资源依然重要。
教育扩招无法显著改善代际流动可能需要回到中国教育扩招的背

景和初衷。中国教育扩招并非来自高等教育体制内部自身的诉求，而
是政府在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压力下做出的被动型选择（鲍威，

２０１４）。教育扩招主要是受到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显著影响，体现
了当时转移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意图，同时也是出于缓
解当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保障就业市场供求稳定的需要。
尽管有人认为试图以教育扩招来促进代际流动本身就是一个危险

的政策（沃尔特斯，２００４；Ｂｒｅｅｎ，２０１０；Ｐｆｅ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ｒｔｅｌ，２０１５），但教
育扩招可能依然是稳定政治生态下改善弱势阶层困境最有效的变革方

式（Ａｒｕｍ，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在关注教育这块“蛋糕”做
大的同时，重视“蛋糕”的分配。教育是弱势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
途径，但单纯依靠教育政策改变代际流动是不可能的，代际流动背后也
有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在驱动（卡诺依等，２０１３）。正如本文
所分析的那样，实现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的关键是解决两个机会不
均等问题：教育机会不均等和就业机会不均等。前者主要是指降低家
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实现教育机会公平；后者强调减弱甚至
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强
化绩效原则，建立良好的社会选择机制，不断提高教育等自致性因素的
劳动力市场回报。
最后，用时期来区分扩招前后，实际上是把时期效应等同于扩招效

应，假定劳动力市场在扩招前后并无巨大变化，由于数据限制，这一问
题以及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有待进一步的

实证检验。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对教育扩招影响代际流动的过
程或机制的分析只能算是一种间接推断，而非严格的因果效应分析。
鉴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将来仍然有必要继续在理论上拓展新思路和
在实证上挖掘新资料，以便推进这一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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